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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中华早期抗疫神话的科学性及其价值

毕旭玲

摘 要：中华早期抗疫神话主要分为瘟疫散播神话、瘟疫治疗神话、驱瘟逐疫神话与瘟疫管理神话。以跂

踵、絜钩、蜚与 神话和颛顼三子神话为代表的瘟疫散播神话为先民传递了诸多信息，可惜后人忽略了先民想

要传达的信息与他们提出的警告。以青耕御疫神话与神农尝百草神话为代表的瘟疫治疗神话既反映了先民

积累的治疗疫病的经验，也表现了他们在探寻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牺牲。驱瘟逐疫神话在中华历史上曾有过非

常深远的影响，它总结了先民以提高身体素质来预防瘟疫的经验，也寄予了先民对健康平安的祈望。而以西

王母神话为代表瘟疫管理神话则体现了先民们对瘟疫进行社会管理的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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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文明漫长的发展史中，先民常与那

些被称为“时疫”或“瘟疫”的恶性传染病正面遭

遇。在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原始社会，瘟疫比

毒虫猛兽的破坏力更大，往往导致整个氏族或

部落的毁灭。可怕的瘟疫不仅让先民恐惧，更

引起了他们对于瘟疫的种种猜测、解释、治疗和

预防，先民还由此创造了一系列与瘟疫有关的

神话。

神话是先民的神圣叙事，具有重要的功能

与意义，正如英国神话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曾论

述过的那样：“神话不是为了满足某种科学兴趣

的解释，而是为了满足深切的信仰需要、道德渴

望、社会服从、社会主张甚至实际需要而经由叙

事加以再现的原始现实。神话在原始文化中具

有不可或缺的功能；它表达、增强并理顺了信

仰；它捍卫并加强了道德观念；它保证了仪式的

效用并且提供引导人的实践准则。”［1］244 先民创

造瘟疫神话的根本目的在于寻求解决之道，比

如解释瘟疫产生的原因和传播的途径，寻找抵

抗瘟疫与解救生命的诸种办法，这些瘟疫相关

神话其实表现了先民与瘟疫斗争的历史，可称

为“中华抗疫神话”。

中华抗疫神话诞生于原始社会，其后随着

先民对疫病认知的加深而不断发展，大致包括

瘟疫散播神话、瘟疫治疗神话、瘟疫预防神话、

瘟疫管理神话、抗疫英雄神话等诸多类型。这

些神话不仅在先民与瘟疫抗争的历史上发挥过

重要作用，即使在当代依然发挥着重要影响。

本文试图对中华早期抗疫神话进行梳理，寻求

其形成原因与发展过程，分析这些神话对中华

文化的影响。

一、瘟疫散播神话与先民对

病毒传播媒介的猜想

传染病是怎么发生的？这应该是先民目睹

了瘟疫传播造成的恶果后迫切想了解的第一个

问题。根据《山海经》的记录，先民认为瘟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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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跂踵、絜钩、蜚与 等精怪散播到人间的。

跂踵与 散播瘟疫的神话载于《中山经》：

“又西二十里，曰复州之山。其木多檀，其阳多

黄金。有鸟焉，其状如鸮而一足、彘尾，其名曰

跂踵，见则其国大疫。”“又东南二十里，曰乐马

之山。又兽焉，其状如彙，赤如丹火，其名曰 ,
见则其国大疫。”跂踵鸟状若猫头鹰却长着野猪

尾巴，而且仅有一只脚，跂踵鸟出没的地方会发

生大瘟疫； 的外形与刺猬类似，但全身通红如

火，所经之处都会引发瘟疫。跂踵一只脚的形

象曾引起晋代郭璞的感叹，他在《山海经图赞》

中说：“跂踵为鸟，一足似夔。不为乐兴，反以来

悲。”跂踵与上古神兽夔同样都只有一只脚，但

它并不是为了安乐而起飞，而是为了带给人间

悲苦。

絜钩与蜚散播瘟疫的神话载于《东山经》：

“又南五百里，曰 山，南临 水，东望湖泽。有

兽焉，其状如马，而羊目、四角、牛尾，其音如獋

狗，其名曰峳峳，见其国多狡客。有鸟焉，其状

如凫而鼠尾，善登木，其名曰絜钩，见则其国多

疫。”“又东二百里，曰太山，上多金、玉、桢木。

有兽焉，其状如牛而白首，一目而蛇尾，其名曰

蜚，行水则竭，行草则死，见则天下大疫。”絜钩

鸟长得很像野鸭子，却有着老鼠的尾巴，擅长爬

树。絜钩出现在哪里，哪里就会爆发瘟疫；蜚兽

形似野牛而尾巴像蛇，白色的头上长着一只眼

睛。蜚是一种很可怕的野兽，它进入水中，水就

会枯竭。它路过草地，草就会枯死。它出现在

哪里，哪里就瘟疫横行，是万物杀手。关于蜚，

郭璞在《山海经图赞》中写道：“蜚之为名，体似

无害。所经枯竭，甚于鸩厉。万物攸惧，思尔遐

逝。”蜚之名听起来好像无害，但它比鸩毒还要

可怕，万物都因畏惧而远离它。

先民为何会创造出精怪传播瘟疫的神话？

因为他们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逐渐认知到动

物可能是造成人类大规模感染传染病的源头。

上述散播瘟疫的精怪原型至少涉及七种野生动

物：跂踵貌若猫头鹰却有着野猪的尾巴， 的外

形像刺猬，絜钩像野鸭却长着鼠尾，蜚貌似野牛

但尾巴似蛇。这些野生动物被视作散播瘟疫的

精怪原型绝非偶然，先民在长期的捕猎过程中

发现人类身染瘟疫有时与接触猫头鹰、野鸭、野

猪、老鼠、野牛、蛇、刺猬等动物有关。现代医学

研究认为：野生动物是禽流感病毒、鼠疫病毒、

流行性出血热病毒等诸多病毒的宿主。虽然先

民在生物病毒方面缺乏研究，但他们却有着丰

富的与野生动物接触的生产生活史，并从中总

结出了野生动物传播疫病的知识与经验。为了

将其传承下去，提醒子孙后代防范来自野生动

物的威胁，先民创造出了精怪散播瘟疫的神话。

此外，《山海经》中跂踵、絜钩、蜚与 集中

生活于中央山系与东方山系的情节，可能反映

了先民对位于中原地区的黄河流域与东部沿

海、沿江地带发生瘟疫的频率较高的认知：黄河

流域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之一，从原始社会开始

就生活着诸多部族，因为人口稠密，一旦发生瘟

疫往往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东部沿江、沿海地

区气候湿润，往往成为病毒的温床，百姓常常为

传染病所苦。

精怪散播瘟疫的神话产生得较早，是万物

有灵论的产物。随着原始先民思维的逐渐发

展，他们开始将人类的亡灵当作一种可以作祟

人类的异己力量看待，鬼的观念由此产生，精怪

散播瘟疫的神话也逐渐演变为瘟鬼散播瘟疫的

神话。瘟鬼散播瘟疫的神话可能在原始社会后

期就产生了，神话中散播瘟疫的瘟鬼不是什么

无名的亡灵，而是上古颛顼帝的三个甫一出生

就夭折的儿子。汉代王充在《论衡·解除篇》中

记录说：“昔颛项氏有子三人，生而皆亡：一居江

水为虐鬼，一居若水为魍魉，一居欧隅之间，主

疫病人。”汉代蔡邕在《独断》中也载：“帝颛顼有

三子，生而亡去为鬼，其一者居江水，是为瘟鬼；

其一者居若水，是为魍魉；其一者居人官室枢隅

处，善惊小儿。”晋代干宝在《搜神记》中又载：

“昔颛顼氏有三子，死而为疫鬼：一居江水，为虐

鬼；一居若水，为魍魉鬼；一居人官室，善惊人小

儿，为小鬼。”上述三则记录相差不大，按照《论

衡》的记录，上古颛顼帝的三个儿子夭折后成为

散播瘟疫的瘟鬼，其中一个在江水间出没的虐

鬼（即疟鬼）能传播疟疾，第二个在若水间出没

的是魍魉鬼，第三个居住在房屋的角落中能使

居住之人生病。《独断》《搜神记》所记内容与《论

衡》稍有出入，主要区别在于前两文献都说第三

个居住在房屋中的瘟鬼常使小儿得病。

试论中华早期抗疫神话的科学性及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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颛顼三子散播瘟疫的神话内涵丰富。首

先，瘟疫由瘟鬼散播的情节说明先民可能意识

到了瘟疫的人际传播特征。先民认为人死后为

鬼，而散播瘟疫的瘟鬼生前其实就是病患，病患

作为病毒的宿主可以大范围传播疫病，而病患

死亡后的尸体也可以传播疫病。可以猜测，通

过接触传染病人的尸体而染病的经验是先民最

早对瘟疫人际传播特征的认知，这种经验反映

在神话中就成了人死为鬼散播瘟疫的情节。其

次，虐鬼与魍魉鬼都居住于水间的情节说明先

民在长期与瘟疫打交道的过程中发现了传染病

多发于江水之间等潮湿之处的规律，其中就包

括常见的疟疾。现代科学研究已经表明疟疾经

由蚊虫叮咬而传播，而近水之处正是蚊虫滋生

之地。颛顼帝的三位传播瘟疫的鬼儿子中有两

位都居住在长江，虐鬼所居的“江水”即长江，魍

魉鬼所居的“若水”则是指长江上游——金沙江

的最大支流雅砻江。可能在历史上，长江流域

爆发大型传染病的频率要远远高于黄河流域，

而这种信息保存在瘟鬼神话中就出现了长江为

瘟鬼居所的情节。最后，瘟鬼之一喜欢躲在人

间作祟小儿的情节说明先民逐渐认识到了儿童

是各类传染病的易感人群。由于儿童体质较

弱，一旦患病就很难治愈，往往容易夭折，此情

节也提醒后人儿童是防范疫病的重点人群。

作为具有记录与解释功能的神圣叙事，早

期抗疫神话为先民传递了诸多信息，具有重要

意义。可惜随着时间的推移，后人仅仅将这些

神话作为消遣，忽略了先民想要传达的信息与

他们提出的警告。

二、瘟疫治疗神话与先民对

疫病治疗方法的初步探索

随着先民对自然界和人类自身认知能力的

提升，原始社会后期的先民面对疫病已经有了

一些初级应对措施和医疗手段，由此形成了青

耕御疫、神农尝百草等反映早期疫病治疗史的

神话。

青耕御疫的神话主要载录于《山海经·中山

经》中：“又西北一百里，曰堇理之山。其上多

松、柏，多美梓，其阴多丹雘，多金,其兽多豹

虎。有鸟焉，其状如鹊，青身白喙，白目白尾，名

曰青耕，可以御疫，其鸣自叫。”青耕鸟状若喜

鹊，全身长着青黑色的羽毛，鸟喙为白色，眼睛

和尾巴也都是白色的。它可以抵御瘟疫，经常

“青耕、青耕”地鸣叫。

青耕御疫神话的出现并非偶然现象，正如

郭璞在《山海经图赞》中叙述的那样，青耕鸟是

作为跂踵、絜钩、蜚与 等精怪的克星而存在：

“青耕御疫，跂踵降灾。物之相反，各以气来。

见则民咨，实为病媒。”青耕鸟与跂踵鸟虽然同

样都是鸟儿，却因为禀受精气的不同而具有相

反的功能。跂踵出现的地方就会引起民众的哀

嚎，是传播疫病的媒介。青耕御疫神话的出现

说明先民对瘟疫的发生与致病原理有了初步的

认知，甚至在一定情况下也能有效地治疗或防

控某些疫病。

后世“灵鹊报喜”的神话与信仰正来源于青

耕御疫神话，一方面从青耕鸟“青身白喙，白目

白尾”的外形来看其原型正是喜鹊，另一方面青

耕鸟成功御疫使人间恢复安宁的神话中蕴含着

吉祥的寓意。“灵鹊报喜”在传统文化的方方面

面都有体现，比如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解释

“喜鹊”之名的由来说：“灵能报喜，故谓之喜。”

又如总结了宋以前鸟类知识的《禽经》认为喜

鹊：“仰鸣则阴，俯鸣则雨，人闻其声则喜。”喜鹊

不仅能预报天气，也能预报人间的喜事。当喜

鹊仰头鸣叫时天就会变阴，喜鹊俯身鸣叫时便

会下雨，民众听到它的叫声时身边就会有喜事

发生。“灵鹊报喜”的民俗观念一直延续到了当

代。

青耕御疫神话虽然显示了先民在瘟疫防治

方面的初步努力，但作为精怪的青耕鸟是自然

力的体现，并不是人类力量代表，直到神农尝百

草神话的产生，先民在防治瘟疫方面的自主意

识才逐渐鲜明起来。

神农尝百草神话诞生于原始农业发生时

期，先民在尝试种植五谷的过程中发现一些植

物有治疗效果，于是创造了神农尝百草神话。

《淮南子·修务训》载：“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

木之实，食蠃蛖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于

是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燥湿肥硗

高下，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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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神农品尝百

草本是为了寻找适合耕种的植物，却无意之中

找到了不少可以治疗疾病的草药。在患病后只

能听天由命的原始社会，这些草药的出现挽救

了许多生命，在先民的集体记忆中留下了难以

磨灭的印记。因此，神农尝百草开拓农业的神

话逐渐发展为中医药诞生神话。《搜神记》就着

重叙述了神农发现中草药的过程：“神农以赭鞭

鞭百草，尽知其平毒寒温之性，臭味所主，以播

百谷，故天下号神农也。”神农用赭鞭鞭打百草

的情节反映的就是先民探索治疗疫病的对症草

药的过程。

所有的神话都是客观需要的产物，在神农

尝百草神话中我们一再读到的是先民对于治疗

疾病，拯救生命的探索，尤其是对治疗传染病的

迫切需求。汉族叙事长诗《黑暗传》也记录了神

农尝百草神话，并直接将对抗瘟疫作为神农尝

百草的目的：“神农疗病尝百草，为民除病费精

神，七十二毒神，布下瘟疫症，神农尝草遇毒药，

腹中痛疼不安宁，急速尝服解毒药，七十二毒

神，商议要逃生，神农判出我姓名，快快逃出深

山林。至今良药平地广，毒药平地果然稀。”［2］62

神农时代，传染性疾病多发，神农试图寻找治疗

疫病的草药，却得罪了瘟神。神农自己也身染

疫病，腹痛不止，但是他找到了克制病毒的草

药，不仅解救了自己，也使瘟神失去了散播疫病

的能力。这段神话提供了几个值得注意的信

息：一是从“七十二毒神”“神农判出我姓名”等

细节来看，当时的先民已经对部分传染性疾病

有了认知，并为其命名；二是“神农尝草遇毒药，

腹中痛疼不安宁”的情节表明先民也认识到一

些传染性疾病表现出腹痛的症状；三是“至今良

药平地广，毒药平地果然稀”的结论可能说明通

过长期的积累，先民认识到治疗疫病的草药广

布于大地，并寻找出了部分疫病的对症治疗草

药。

但寻求治疗草药的过程无疑是相当艰辛

的。相传，神农的身体是透明的，这是为了方便

观察植物在肚腹中的反应，由此帮助判断药

性。即使是这样，神农也曾遭遇过很多毒草。

在长江以南部分地区流传着神农氏之死的神

话：一次，神农氏照例品尝一种植物的嫩叶，刚

吞下就毒性大发，肠子断裂为一节节，来不及服

食解毒草药就死亡了［3］。这种令神农氏断肠的

植物后来被命名为“断肠草”，也就是钩吻，又称

胡蔓藤。神农尝百草的神话既反映了先民探寻

对抗瘟疫手段的艰辛过程，也表现了在探寻过

程中不可避免的牺牲，神农氏由此成为传说中

因对抗疫病而牺牲的中华第一人。

三、驱瘟逐疫神话与先民

防范瘟疫的实践

无论是青耕御疫神话还是神农尝百草神

话，反映的都是先民对疫症进行初步治疗的尝

试。但先民也逐渐认识到，比治疗更好的方法

是预防。怎样预防呢？既然瘟鬼能散播瘟疫，

那么驱逐瘟鬼就能阻止瘟疫的散播，先民因此

创造了驱瘟逐疫的种种仪式，驱瘟逐疫神话也

由此产生。

相传，最早驱逐瘟鬼的方法是黄帝创立的，

《论衡·订鬼》引古本《山海经》说：“沧海之中，有

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曲蟠三千里，其枝间

东北曰鬼门，万鬼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

神荼，一曰郁垒，主阅领万鬼。恶害之鬼，执以

苇索，而以食虎。于是黄帝乃作礼，以时驱之，

立大桃人，门户画神荼、郁垒与虎，悬苇索，以御

凶魅。”众鬼出入的鬼门设在一棵大桃树树枝间

的东北方，树上还站立着两位管理鬼的神——

神荼、郁垒，他们会用苇绳捆绑为害人间的恶

鬼，并投喂给老虎吞噬，这些恶鬼中就包括散播

瘟疫的瘟鬼。黄帝据此创造了用大桃人驱瘟鬼

的方法。

黄帝所创立的驱瘟逐疫方法其实是一整套

仪式，包括击鼓、呼喊等，《太平御览》礼仪类引

《庄子》载：“游凫问雄黄曰：‘今逐疫出魅，击鼓

呼噪，何也?’雄黄曰：‘黔首多疫，黄帝氏立巫

咸，使黔首沐浴斋戒，以通九窍；鸣鼓振铎以动

其心，劳形趋步，以发阴阳之气；饮酒茹葱，以通

五脏。夫击鼓呼噪，逐疫出魅鬼，黔首不知以为

魅祟也。’”游凫问时人驱逐瘟疫时敲鼓呼噪的

原因，雄黄答曰，从前百姓常为传染病所苦，黄

帝因而设立了巫咸这一官职，使民众沐浴斋戒

以通九窍；敲鼓击铎使民众精神振奋；劳动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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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开步伐，使阴阳之气顺畅；喝酒吃葱，使五脏

通畅。百姓不知道这些，以为敲鼓呼噪真的是

为了驱逐瘟鬼呢。

游凫与雄黄的这一段对话真是切中了驱瘟

仪式的本质。大多数驱疫行为——沐浴斋戒、

敲鼓击铎、劳形趋步都可以达到强健身心的目

的，从而提高个体的抵抗力。而饮酒茹葱则在

某种程度上可以直接杀灭进入体内的病毒。

这些科学的防范瘟疫的方法是非常珍贵的信

息，以神话的方式代代相传，曾造福了不少民

众。

方相氏相传是能够驱逐瘟鬼的神祇，先秦

时期年终岁末驱瘟仪式的主角就是方相氏。

《周礼·夏官·方相士》载：“方相氏掌蒙熊皮，黄

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难，

以索室驱疫。”仪式中的方相氏一般由中下级

武官扮演，他们蒙着熊皮，戴着黄金铸造的有

四只眼睛的面具，上穿玄衣而下著朱裳，拿着

戈举着盾，率领群隶举行仪式，搜寻室中的疫

鬼并加以驱逐。到了汉代，宫廷方相氏逐疫仪

式的内容更丰富了，《独断》载：“常以岁竟十二

月，从百隶及童儿而时傩，以索宫中殴疫鬼也，

桃弧，棘矢，土鼓，鼓旦射之，以赤丸五谷播洒

之，以除疾殃。”仪式内容包括驱赶瘟鬼，用桃

树枝干做成的弓矢射瘟鬼等。在方相士带领

下参与驱瘟鬼仪式的还包括童子，其目的是为

了驱逐危害儿童的瘟鬼，这里已经有了明确的

庇护儿童成长的意义。方相氏逐疫的仪式一

开始仅在宫廷里举行，后流传于民间，形成了

驱鬼逐疫的习俗。

在方相氏逐疫神话和习俗中，可以明显

看到人的力量在抗疫过程中的显现。比如驱

疫神方相氏一般是由中下级武官扮演的，这

一角色就是人类力量的代表，而人可以驱逐

散播病毒的瘟鬼的情节说明先民防控瘟疫的

自信心得到了一定的提高。逐疫神话在中华

历史上曾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是直到当代

还在部分地区保留的年终岁末驱傩仪式的主

要根据之一。这种驱逐疫鬼的仪式，与其说

是封建迷信，不如说它总结了先民对提高身

体素质预防瘟疫的经验，寄予了先民对健康

平安的祈望。

四、瘟疫管理神话与先民对

瘟疫进行社会管理的设想

中华早期抗疫神话不仅是先民抗疫经验的

总结，也反映了原始先民对于瘟疫管理的最初

设想，他们创造了一个管理瘟疫的神——西王

母。

与散播病毒的精怪不同，如果说瘟神有序

列的话，西王母应该位于瘟神序列的顶层，具有

至高无上的地位。瘟神是西王母的早期神职，

彼时的西王母还不是后来我们所熟悉的端庄女

仙，而是半人半兽的形象。《山海经·西山经》载：

“又西三百五十里，曰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

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

是司天之厉及五残。”西王母外形像人，却有着

豹子的尾巴和老虎的牙齿。她喜欢吹口哨，头

发没有精心梳理，头上戴着发饰玉胜。西王母

“是司天之厉及五残”之神，所谓的“天之厉”也

就是上天降下的瘟疫。先民认为瘟疫的爆发是

上天降下的灾祸，因此必须求助神灵的帮助才

能禳解灾难，而掌管瘟疫的西王母就是他们祈

祷的对象。

掌管瘟疫之神的出现是中华抗疫神话的巨

大进步。一方面，它表明先民面对传染病时有

了初步的自信，与散播病毒的精怪以野生动物

为原型形象不同，掌管瘟疫的西王母已经更像

人类，而人类形象的产生其实是面对瘟疫时人

类自我力量觉醒的表现；另一方面，西王母成为

瘟疫的管理者的神话情节展示出了先民的社会

管理智慧，他们试图通过管理瘟疫的产生和传

播过程来对抗瘟疫，这种意识虽然在当时还仅

仅是一种设想，但在世代先民的不断努力之下，

瘟疫管理逐渐变成了现实。

西王母掌管瘟疫的神话在后世有着深远的

影响，之后西王母信仰中的长生内涵其实就是

从早期瘟疫管理的神话中派生出来的。上文说

西王母是“司天之厉及五残”，也就是掌管着瘟

疫和五刑残杀的神。“天之厉”与“五残”均是损

人性命之事，先民认为向西王母祈求可以避免

这些灾祸，如此便能达到平安长寿的目的。汉

代的经学著作《易林》中保留了不少民众向西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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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祈祷的言辞，比如“患解忧除，王母相予，与喜

俱来，使我安居（蒙之巽）”；又如“引髯牵须，虽

拘无忧，王母善祷，祸不成灾（讼之需）”。可见，

即使到了汉代，向西王母祈求禳灾和保平安的

情况依然很多见。祈祷遏制瘟疫，消除五刑残

杀，其结果就是保障甚至延长了人的生命，所以

后来的西王母信仰中就产生了我们熟悉的护佑

长生内涵。掌管瘟疫与护佑长生其实是一体两

面，健康无忧自然能长命百岁，这是瘟疫管理的

终极目标。

马林诺夫斯基说：“神话是人类文明很重要

的组成部分，它不是聊以消遣的故事，而是积极

努力的力量；它不是理性解释或艺术幻想，而是

原始信仰与道德智慧的实用宪章。”［1］244 在中华

早期抗疫神话中，处处可见先民为战胜瘟疫而

付出的努力甚至是牺牲，也充满着他们对于最

终战胜瘟疫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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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cientific Nature and Value of Early Chinese Anti-epidemic Myth

Bi Xuling

Abstract: The early anti-epidemic myth in China is mainly divided into the myth of spreading plague, the myth of
curing plague, the myth of expelling plague and the myth of managing plague. The spread of the plague myth for the
ancestors to pass a lot of information, but unfortunately the descendants ignored the first people want to convey the
message and their warning; The myth of plague treatment not only reflects the experience of curing the disease
accumulated by the ancestors, but also shows their inevitable sacrifice in the process of exploration；The myth of
banishing pestilence had a far-reaching influence in Chinese history. It summarized the experience of the ancestors to
improve physical quality and prevent pestilence；The myth of plague management reflects the original idea of the
ancients about the management of plague, and reflects the wisdom of the ancients in social management.The myth of
the queen Mother of the West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plague management myth reflects the ancestors of the plague
on the assumption of social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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